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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背景下，工作团队的形式在当今的工作场所很普遍，也非常重要。工作团

队为完成一个任务或目标，成员之间可以交换看法、分享知识、互补能力和交流信息。多样性团队的

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可以集思广益，做出更优的决策。但是，在很多研究和实践中，似乎

团队决策质量不一而足。

作为团队决策的一个重要研究角度，团队多样性的效应研究结果无统一的结论。有研究表明团

队多样性可改善工作环境，加快组织变化(Kochan et al., 2003)；促进创新过程，决策和问题解决(Tjos⁃
vold, Hui, Ding, & Hu, 2003)；以及提高组织的关系资本 (Ancona& Caldwell, 1992; Jackson & Joshi,
2004)；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团队多样性与团队绩效之间存在负面关系(Michel &Hambrick, 1992)，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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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根本不存在任何关系(Wiersema&Bantel, 1992)。
另外，在目前团队决策的研究范式方面，研究者大多以学生为样本，多采用实验室研究，使用的

决策任务跟实际团队的决策任务有较大差异，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难以保证。

有研究者已经发现在现有的研究范式中，团队结构因素不可忽略，团队成员的地位对于信息能

否作为决策依据有着重要影响。同时除却个体人格特征的影响因素外，团队层面的人格特征对团队

决策绩效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据此，本文摈弃个体人格特征的角度，采取团队人格特征，以及团队

成员与领导互动方面来考量团队成员的多样性对团队决策质量的影响作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采

取规范的实证研究，力图能最大程度地还原管理实践的原貌，验证团队多样性与决策质量的相关性

和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对团队决策、团队沟通等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对相

关管理实践能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具体来讲，本研究考量了团队层面的沟通焦虑在团队断层与团队决策质量的关系中起到是如何

产生作用，并选取了中国企业情境下具有代表性的苛责式领导对该作用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

1. 团队多样性断层

团队多样性指团队成员在任意个人特征上的组成分布，这些特征可能导致团队成员认为自己与

他人有异(Jackson et al., 2003; Van Knippenberg, De Dreu, & Homan, 2004; Williams & O Reilly, 1998)。
团队成员彼此之间可能存在大量的特征差异，例如易于探测的差异特征，例如年龄、性别和种族，以

及隐性的差异特征，例如专业技能、个性和价值观 (Harrison, Price, Gavin, & Florey, 2002; Jackson,
1996; 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

断层是一种假设性的分割线，依据2个以上的特征组合可能会将群体分隔成2个以上的子群体

(Lau & Murnighan, 1998; Molleman, 2005; Thatcher, Jehn & Zanutto, 2003)。团队成员特征越是相关，断

层强度越强，同质的子群产生的可能性越高(Lau & Murnighan, 2005; Pelled, Eisenhardt, & Xin, 1999)，
这会影响团队过程和结果(Lau & Murnighan, 1998)。到目前为止，研究都聚焦于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断

层效应，例如年龄、种族和性别 (Gibson &Vermeulen, 2003; Lau & Murnighan, 2005; Li & Hambrick,
2005; Thatcher et al., 2003)。

2. 多样性断层强度对决策质量的作用

为了从沟通角度准确地理解多样性对于决策质量的作用，我们需要考量团队中可能同时存在的

多样性的不同维度，以及这些维度的互动方式。

一旦断层出现，团队原有的结构可能会改变为根据相关特征所定义的子群。具有强多样性断层

的团队成员会更认同自身所在的子群，而非整个团队(Lau &Murnighan, 2005)。这就表明团队成员就

不会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来自其他子群成员的想法(Gibson &Vermeulen, 2003)，不愿意分享更多信

息，因此强化了子群的极化，从而降低了团队的决策质量(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相反，弱断层

的团队成员可能更加关注于团队整体(Lau &Murnighan, 2005)。为了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以及成功完

成任务，他们会开放地交换与任务相关的信息，进行深入探究，并能从多重角度探索一切相关事件的

机会。据此，我们做如下假设：

假设1：弱断层的团队在完成决策任务方面比强断层的团队表现更好。

3. 沟通焦虑

沟通作为一个过程变量具备双重特征，即沟通本身也是一个行为变量。然而，无论是过程还是

行为，沟通主体的心理状态具有最为关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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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因实际或预期发生的人际沟通而产生的恐惧或焦虑的程度”被称为沟通焦虑(Communica⁃
tion Apprehension, CA; Falcione, McCroskey, & Daly, 1977)。

McCroskey将沟通焦虑分为两种类型：特征类沟通焦虑（Traitlike CA）和情境类沟通焦虑(Context
CA)(McCroskey, 1977)。特征类沟通焦虑相对来说是个持久的个性类变量；而情境类焦虑则更关注于

个体处于不同环境下所体验的不适程度。

影响沟通有效性有三大因素：信息失真、媒介错位以及沟通焦虑。而作为沟通主体的心理状态

是最为关键。沟通焦虑程度高的团队成员缺乏开放心态，不愿意与其他成员互动，在团队决策过程

中无法为团队任务的完成贡献初具有价值的信息，增加了团队决策的成本，影响了团队决策的质量。

同时，相较于弱断层的团队，强断层的团队中，团队成员在与非同一子群的其他成员，即不同类

的成员互动时，发生扭曲其工作的沟通需求，以使沟通的需求减少的情况会更加频繁。具有特征类

沟通焦虑的成员，由于本身的特质，缺乏主动沟通的能力。在强断层的团队中，需要所有成员为团队

共同决策出谋划策时，这类成员更会三缄其口。而具有情境类沟通焦虑的成员，在强断层的团队中，

由于对于团队共同目标认知的减弱，与不同子群间的成员互动会减少，信息交流不畅，从而也会影响

团队共同决策的质量。

总之，无论哪种类型的沟通焦虑在多样性断层的团队情境中，无论断层强度强弱程度，都会在团

队决策过程中起到负面作用，从而影响团队决策的质量。据此，我们做如下假设：

假设2：沟通焦虑在团队断层与决策质量的关系中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4. 苛责式领导力

从组织外在情境来讲，文化价值观对苛责式领导的影响是显著的。文化关注的是对某种社会状

况的偏好，不同的文化对应着不同的领导方式（Hofstede, 1991）。在强调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和

高权力距离的文化中，更可能出现“苛责式领导者”（Luthans, 1998）。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国正

是这样的国家。中国作为一个高权力距离的国家，已经是由来已久。无论是在家庭、职场还是官场，

人们对于自己的上级总是非常尊重，甚至会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恐惧感。领导的行为对于员工的心

理、态度进而行为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苛责式领导代表了主管对直接下属的一种长期的、情绪和心理上的非善意对待（Tepper, Duffy,
Henle & Lambert, 2006）。这些行为显然会削弱下属的工作动机、降低下属的工作满意度。苛责式领

导的相关研究已经证实，当主管实施苛责式领导行为、以敌视的态度对待下属、甚至公然嘲笑或指责

下属时，会对下属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等造成深刻的直接的负面影响。根据反抗理论的研究，苛责式

领导行为会引起部分下属的抗拒行为。例如表示太忙了、假装没听见或者拒绝执行等。苛责式领导

行为与下属的功能失调性抵抗呈正相关，而且与员工多种心理困扰的表现相关，包括焦虑等（Tepper,
Duffy & Shaw, 2001）。

据此，我们做如下假设：

假设 3：中国企业情境下，团队中苛责式领导对团队断层

的效应上中起到调节作用，即苛责式领导力强时，团队成员的

沟通焦虑更大；苛责式领导力弱时，团队成员的沟通焦虑较小。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1：
三、调查与测量

1. 调查程序

本研究调查样本主要选择在南京、苏州、无锡的企业。共计46组人数在5-10人的团队。问卷发

团队断层 决策质量沟通焦虑

苛责式领导

图1 研究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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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采用电子邮件发放的方式，共发放问卷380份，剔除不合格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311份，有效回收

率为81%。

2. 变量测量

本文中涉及的构念的测量都是借用西方成熟的量表进行测量。问卷完成后，先选择了南京一家

企业的 3组团队进行预测，征求他们的意见，以确保问卷中的措辞容易理解、语义清晰。问卷采用

Likert 五分量表（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来衡量本研究所涉及的各变量。

（1）沟通焦虑

最常用的沟通焦虑问卷是PRCA-24（Personal Report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McCroskey,
2001）。该问卷包括24个条目，涵盖了群体、会议、人际和公众等情境下的沟通焦虑，例如“总体来说，

参与小组讨论我感到舒服”，“我害怕在交谈中说话”，等。得分越高表明沟通焦虑程度越高。该量表

在前期试测得到信度为 0.88，在实际测量中，得分进行团队平均化后，获得团队沟通焦虑的得分

(α = .86)，具有较高的信度。

（2）决策质量

决策质量主要通过6个条目进行测量，涵盖了环境适应和过程质量两个维度。其中环境适应维

度包括2个条目，即竞争性环境适应度（0.88）、财务状况的反映度(0.82)2个题项。过程质量维度主要

由4各条目：决策信息收集工作（0.77）、决策过程中评价与比较工作（0.87）、各执行方案优缺点考虑全

面度（0.81）、决策方案的执行与修正工作计划的全面性（0.84）。该量表在前期试测得到信度为0.82，
在实际测量中，两个维度的团队得分平均化，获得整个决策质量的得分(α = .78)，具有较高的信度。

（3）断层强度

本研究的团队规模在5-10之间，只考虑将团队分裂为2个亚团队的断层情况。根据目前团队断

层的研究，在小规模团队中，出现分类为 3个以上的亚团队可能性不大（Thatcher, et al. 2003）。本研

究采用Thatcher等人给出的断层强度计算方法。

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多样性是不可避免的，在未来几时年内管理组织中此类多样性是主要的管理

挑战之一（Golembiewski，1995；Milliken&Martins 1996）。本研究主要关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多样性。

故此，问卷中包括三种条目：性别、年龄和工作年限。

（4）苛责性领导(15个)
苛责性领导的最初量表是由Tepper于2000年开发出来的，但是在中国情境下进行测量的次数不

多。为保证其在本研究中的有效性，除了对量表进行了必要的双向翻译，并专门邀请60名MBA学生

对该变量的量表进行了预测。根据预测结果，对相关条目的表述进行了调整。最终正式调研中的量

表信度为0.901。
3. 数据同源偏差检验

由于在问卷调查时，为避免同源偏差的问题。本文使用了答卷者信息隐匿法和选项重测法。在

本文中,问卷所有条目一起做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份，占到的载荷量是35.63%，并

没有占到大多数,所以同源偏差的规模不足以对结论造成实质性影响。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1. 样本基本情况

参与的团队成员都是全职员工，其中男性为238人，占77%，女性73人，占23%。在岗时间为1到
12年，年龄范围从 24到 46岁。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分布为技术类占 53%，制造类占 33%，服务类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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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苛责式领导对团队断层强度与团队沟通焦虑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在测量计算过程中，我们用年龄1表示20岁以下，2表示20-30岁，3表示30-40岁，4表示-40-50
岁，5表示50-岁以上；在学历这方面，1表示高中及以下，2表示大专，3表示本科。4表示硕士，5表示

硕士以上。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1
2. 描述性分析

表 1报告了各变量团队

层次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

关系数。可以看出，团队领

导自恋与信息搜寻显著正相

关 (r=0.340，p<0.01)，与团队

创造力存在显著相关 (r=
0.376，p<0.01)；同样，团队决

策参与与团队创造力和信息搜寻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信息搜寻与团队创造力显著正相关(r=0.909，
p<0.01)。此外，团队性别比例、成立时间、团队规模与团队创造力均没有呈现显著相关关系。

3. 回归分析及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使用SPSS18.0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见表2。假设1提出了团队断层强度

对决策质量的负向影响。根据

Model5，团队断层强度对团队决

策质量有显著的负向作用（β=
0.331，p<0.01），假 设 1 得 到 验

证。假设 2需要检验团队沟通焦

虑的中介作用。为了检验团队断

层强度与决策质量的关系是否被

团队沟通焦虑中介，构建 Model
6。Model 6将团队决策质量作为

因变量，发现在加入沟通焦虑后，

团队断层强度与团队决策质量的

关 系 显 著 减 弱（β =0.113，p<
0.05），并且团队沟通焦虑对团队

决策质量有显著的负向作用（β=
0.21，p< 0.01）。与 Model 5 相比

发现，团队沟通焦虑在团队断层

强度与决策质量之间存在着部分

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了验证。

假设 3提出苛责式领导调节

了团队断层强度与沟通焦虑之间

的关系。Model3 在 Model2 的基

础上将苛责式领导作为调节变量

加入，从model3可以看出，苛责式

领导的调节效应显著（β=0.26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N=105）
变 量

1.团队规模
2.平均学历
3.平均年龄
4.团队断层
5.沟通焦虑
6.苛责式领导
7.决策质量

均值
5.390
3.200
3.171
0.629
4.752
4.906
5.784

标准差
1.438
1.023
1.033
1.214
1.230
1.402
1.036

1

-0.034
-0.104
0.109
0.334**

0.248*

0.407**

2

0.013
0.117

-0.128*

0.144
0.012

3

0.114
-0.178*

-0.134
-0.022

4

0.212*

0.052
-0.265**

5

0.278**

-0.285**

6

-0.333**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表2 层级回归结果

团队规模
平均学历
平均年龄

团队断层强度
沟通焦虑

苛责式领导
断层强度×苛责式领导

R2

△R2

F值

Model1
0.315**

-0.115
-0.144

0.145
0.145
5.725

Model2
0.332
-0.099
-0.127
0.212*

0.181
0.026*

6.072

Model3
0.181
-0.185
-0.072
0.361**

0.344**

0.261**

0.453
0.308*

13.546

Model4
0.412
0.025
0.040

0.168
0.168
6.779

Model5
0.454
0.065
-0.082
-0.331**

0.273
0.105**

9.375

Model6
0.408

-0.079
0.100

-0.113*

-0.210**

0.389
0.116**

13.254

沟通焦虑 决策质量

注：*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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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证实了不同的苛责式领导水平下，团队断层对沟通焦虑会形成不同的影响，假设 3得到支

持。结合图2，在高苛责式领导下，团队断层强度对团队沟通焦虑起到了更大的强化作用。

五、讨论与小结

本研究探讨了中国企业情境下，团队多样性断层对团队的决策质量的影响，以及支持性领导力

对于团队断层效应的调节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

本研究的第一个发现就是决策质量与团队断层强度的相关得到了验证。换句话说，团队断层强

度的确会对团队决策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在强断层的团队中，由于形成了分裂的子群，从而整个团

队的信息沟通不够畅通，成员之间不愿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换，直接影响了团队的决策质量；而弱断层

的团队中，成员之间的多样性还未到形成相对独立的子群的程度，成员之间有深入交换意见的可

能。加之，成员各自所持有的信息来自不同角度，拓宽了决策过程的宽度和深度，从而使得团队的决

策更为优化。

本研究的第二个发现就是支持性领导对团队断层效应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支持性领导力越

大，会缓冲强断层给团队带来的巨大裂痕。尤其是在中国高权力距离文化影响的企业中。团队领导

风格会对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起到很大的干预。另一方面，支持性领导力越大，会强化弱断层团队

成员间的互动，使得团队决策趋于更优。

对于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就在于，团队在完成决策任务时，成员多样性的断层所带来的负面效

应可以通过领导者的行为得到缓解。因此作为领导，应更多地关注团队成员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为

团队成员的工作创造一个积极和正面的工作环境，给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这将大大改善团队

成员的工作状态，从而为团队完成决策任务，进而完成组织的共同目标带来帮助。

尽管本研究对团队多样性的效应，尤其在决策质量的影响方面进行了探索，但是还存在一定的

不足。首先是样本量不足。样本量如果能涵盖更广地域，或更广行业和类型，会带来更为准确地描

述和分析。其次，团队断层的测量和计算还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法。而且由于样本的规模不大，在计

算式也只是分为两种类型，从而研究结果未能在大规模的团队实践中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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